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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
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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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

部从商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文章将村干

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从商经历通过信息传递的途

径提高了农户创业的概率,农户的民主参与加强了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而互联网的使用

削弱了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必需型创业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村干部从商经历的影响。此

外,文章通过在原模型中加入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影响农户幸福感的因素后发现,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

创业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完善村干部选拔机制、扩宽农户视野和见识、有

针对性地完善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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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为了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民

自主收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通过“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
拓宽增收渠道”。现阶段,农户创业已成为新时代下理应把握的机遇: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为农户返乡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

方面,由于农户收入的提高,购买力增强,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此外,农户创业

不仅为我国农村输入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带动城乡互联互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农村闲置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就业水平[1-4]。因此,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倡导“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农民逐渐从传统的农耕和进城务工等生存模式向返乡自主创业

进行转变,如何促进农民通过创业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在创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限制,关系网络成为

农户进行创业决策的关键[5-6]。关系网络分为市场性关系网络和社会性关系网络,市场性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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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长期的市场买卖形成的,如与客户、生意伙伴等关系;社会性关系网络是通过长期交往或者

天生而形成的,如与亲戚、朋友和熟人等关系[7]。对于农户创业前期而言,由于天然受到农村环境

的制约,大部分只能依靠社会性关系网络来获取创业的信息和渠道,并且这样的关系网络能够对创

业产生正向的影响[8]。在众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村干部同时作为农户发声者和村庄的治理者,对
于推动农户创新创业、农村持续发展、农业提质增效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其中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对于农村发展方向尤为重要[9-11]。村干部的综合素质表现为教育背景、管理经验、政治背景等等,
在以往的文献中,有关村干部综合素质中从商经历的研究很少,探讨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的影响

方面就更为罕见。但是由于村干部在从商经历中所获取的经济资源、创业途径以及其所具备的敏

锐商业头脑,能够通过与农户在创业经验的交流、资源的引进以及信息的传递等方面进行引导,使
得农户更加具有创业的意愿与创业的条件,因此在推动农户创业方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基

于此,本文将村干部从商经历收敛于综合素质框架之内,探究村干部的从商经历是否能够影响农户

创业的概率和提升农户的幸福感。如果有,那么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是什么? 这是本文研究的

关键。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的提出

(一)农户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农户创业行为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农户面

临创业失败而导致亏损的风险。因此,农户的创业决策是一个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决定。从现阶

段的文献来看,主要是从农户个体特征[12-14]、家庭结构[15-18]、基础资源[19-22]、宏观经济政策[23-25]等方

面展开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分析。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个体、家庭、资源和政策等因素对农户创

业的影响展开,较少学者从农户关系网络中的村干部与农户之间的社会关系[7,26],尤其是村干部从

商经历对农户创业影响的视角展开讨论。
(二)村干部从商经历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理论假说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都离不开内外部投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农户创业更是如此。公共投

资于农村电力供给、农业灌溉、道路修缮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降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创造产

品新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形成的联动效应一方面能够减少城乡之

间的“硬件”差距[27],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农户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等“软实力”[28]。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不断成长的村干部队伍,其中村干部的企业管理经验、政府工

作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成为推动农村持续发展的纽带[9,29]。其中,村干部的从商

经历能够通过带动内外部投资从而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第一,由于村干部受到以往开办企业或经

商的影响,因此他们跟没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相比更具备较强收集信息和规划投资项目的能力;第
二,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接触到拥有更多投资实力的人,可以为当地带来更多外部投资的机会和

渠道,并且他们深知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吸引外资以及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性,进而更加注重基础设

施的完善;第三,由于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特殊群体,他们可以带头投资和经商,进而带动

当地的其他村民一起创业形成内部投资。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
(三)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假说

村干部从商经历可能会通过商业信息的获取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两条路径影响农户的创业行

为。首先,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给农户带来更多的商业信息帮助其创业。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如
果交易双方之中的一方掌握的信息比另一方更多,那么信息掌握少的一方则处于劣势。农户在进

行是否创业的可行性分析时,为了寻找合适的创业项目和机会,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创业失

败和亏损,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社会性关系网络来尽可能多地获取创业的信息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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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作为领导农村基层的主体,若具备创业经历或从商经验,农户可以通过村干部公开宣传、私
下交流和学习模仿来了解商业方面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其创业。此外,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干部

的主体,其综合素质中的从商经历能够吸引外部投资,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农户的创业决

策。其次,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会通过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户创业。“要致富、先修

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首当其冲就是不断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知晓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发展村庄以及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性,从而可能会加强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视程度,进而促进农户创业。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1:农户获取他人信息的意愿越强,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越大。

H2-2:村干部越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全国调查问卷,具体包括了

村居、家庭和个人问卷中的微观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自2010
年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每两年一次的跟踪调查,主要是通过面访、电访、代答等多种形式收集全国具

有代表性的微观信息,旨在反映我国的社会、经济、教育等变迁情况。本文通过将(CFPS)2014中

的村级和家庭层面的数据库合并、对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并保留村委会样本及25个省份的样

本后,最终得到了包括农户创业、村干部从商经历等变量在内的12795个有效观测值。
(二)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被解释变量农户创业为二值虚拟变量,主要是根据农户的职业分类进行筛选。主要解释变量

村干部从商经历同样为二值虚拟变量,是通过调查村干部是否有经商的经历进行判断的。控制变

量的选取主要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文献[7,10,18,30,31],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农户创业
根据农户的职业分类,如果农户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自雇活动,

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村干部从商经历 如果所在村镇的村主任具有开办企业或者经商的经历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性别 如果农户为男性则记为1,女性则记为0
年龄 农户当时的年龄,单位:年

婚姻 已婚(有配偶)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教育程度 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家庭规模 家庭中同灶吃饭的人数

住房财富 除现在的住房之外还有其他房产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正规金融 除了房贷外,家庭还有其他尚未还清的银行贷款则记为1,否则记为0
宗族 农户所在村/居地界内有家族祠堂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流动人口比例 流动人口/总人口

距县城距离 村委会所在地距离本县县城(市区)的距离,单位:里

地区经济发展 2013年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三)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差异检验

1.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2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户均值为9.89%,表明在本文

的样本中农户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自雇活动的比例较低。农户所在村镇的村干部

具备从商经历的均值为28.96%,说明了相较于农户创业比例而言,具有从商经营的村干部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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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从性别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女比例几乎处于相等的状态。流动人口比例的均值在

11.99%左右,表明了村镇的常住人口较为稳定。通过观察地区经济发展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

2013年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最大值为11.514,最小值为10.0498,这说明了各省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差异较为明显,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再予以逐一说明。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农户创业 12795 0.0989 0.2986 0.0000 1.0000
村干部从商经历 12795 0.2896 0.4536 0.0000 1.0000
性别 12795 0.5136 0.4998 0.0000 1.0000
年龄 12795 42.2528 11.1105 20.0000 60.0000
婚姻 12795 0.8840 0.3202 0.0000 1.0000
教育程度 12795 6.9490 4.2192 0.0000 19.0000
家庭规模 12795 4.7089 1.9355 1.0000 17.0000
住房财富 12795 0.1504 0.3575 0.0000 1.0000
正规金融 12795 0.0746 0.2627 0.0000 1.0000
宗族 12795 0.1396 0.3466 0.0000 1.0000
流动人口比例 12795 0.1199 0.1759 0.0000 0.8381
距县城距离 12795 48.4933 40.4091 0.0000 280.0000
地区经济发展 12795 10.5706 0.3729 10.0498 11.5140

  2.组间差异检验

本文将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作为分组标准,没有开办企业或者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作为非

商业型村干部组,具有开办企业或者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作为商业型村干部组。就均值差异检验来

看,非商业型村干部和商业型村干部的均值分别为0.085和0.133,均值的差异为-0.048,在1%的

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了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提高了农户创业的概率,这也初步支持了假

说 H1的预期。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基于农户的创业与否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本文主要运用Probit模型来研究村干部的从商经

历对于农户创业的影响。模型的设定如下:

P(Entrepi,j,t=1)=φ(α0+α1Businessi,j,t+α2Individuali,j,t

+α3Housei,j,t+α4Villagei,j,t+α5Provincei,j,t) (1)
其中,Entrepi,j,t表示在i地区的j农户在t年是否创业的二值虚拟变量,Businessi,j,t表示村干

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的虚拟变量;Individuali,j,t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Housei,j,t表示家

庭层面的控制变量;Villagei,j,t表示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Provincei,j,t表示了地区层面的控制变

量。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的潜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周广肃等[31]的做法,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

类标准误进行显著性检验。
表3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4)列均为Probit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及其相应的聚类标

准误。其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使农户创

业的概率提高4.49%;第(2)列中加入了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虽然主要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有所下降,但是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使农户创业的概率提高3.97%;第(3)、(4)列进一步加入了

家庭和村庄层面、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村干部的从商经历仍然能够使农户创业的概率

显著提高3.79%、3.63%,即假说 H1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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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449*** 0.0397*** 0.0379*** 0.0363***

(0.010) (0.009) (0.009) (0.009)
性别 0.0311*** 0.0323*** 0.0330***

(0.006) (0.005) (0.005)
年龄 0.0086*** 0.0086*** 0.0086***

(0.002) (0.002) (0.002)
年龄的平方项 -0.0001*** -0.0001*** -0.0001***

(0.000) (0.000) (0.000)
婚姻 0.0442*** 0.0410*** 0.0409***

(0.010) (0.011) (0.011)
教育程度 0.0075*** 0.0063*** 0.0059***

(0.001) (0.001) (0.001)
家庭规模 0.0009 0.0015

(0.002) (0.002)
住房财富 0.0430*** 0.0414***

(0.009) (0.009)
正规金融 0.0491*** 0.0517***

(0.011) (0.011)
宗族 0.0158 0.0138

(0.012) (0.012)
流动人口比例 0.0588** 0.0494**

(0.023) (0.024)
距县城距离 -0.0004*** -0.0004***

(0.000) (0.000)
地区经济发展 0.0246**

(0.011)

Observations 12795 12795 12795 12795

      注:***、**和*分别代表估计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构建的模型(1)可能会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保证前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

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图1 随机模拟(500次)的边际效应分布

1.安慰剂测试(PlaceboTest)
考虑到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上任前后,农

户创业行为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差异,参考 Li
等[32]的做法,运用安慰剂测试就村干部从商经历

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积极影响给予进一步验证。具

体而言,主要是将2014年各省市的农户打乱,然
后再进行随机选取,最后得到了反事实的农户创

业变量回归边际效应α1。我们进行了500次的随

机模拟后得到了α1 的分布,回归结果的统计分布

如图1所示。在图1的统计分布中,虚线为农户创业回归边际效应的真实值,实线为500次随机模

拟的边际效应的分布。可以看到,真实效应明显大于反事实模拟的边际效应,进一步证实了村干部

从商经历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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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运用PSM和LPM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PSM LPM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423*** 0.0400***

(0.012) (0.010)
性别 0.0359*** 0.0323***

(0.008) (0.006)
年龄 0.0109*** 0.0069***

(0.003) (0.002)
年龄的平方项 -0.0002*** -0.0001***

(0.000) (0.000)
婚姻 0.0469*** 0.0383***

(0.016) (0.009)
教育程度 0.0064*** 0.0047***

(0.001) (0.001)
家庭规模 0.0006 0.0020

(0.003) (0.002)
住房财富 0.0499*** 0.0482***

(0.013) (0.012)
正规金融 0.0327** 0.0618***

(0.015) (0.015)
宗族 0.0112 0.0151

(0.019) (0.014)
流动人口比例 0.0589 0.0561**

(0.037) (0.028)
距县城距离 -0.0003** -0.0003***

(0.000) (0.000)
地区经济发展 0.0130 0.0247**

(0.015) (0.011)

Observations 6978 12795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进一步地,为尽可能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具

有同质性,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Matching,PSM)的方法为处理组选择特征

相似的控制组,具体而言,以村主任的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及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为

特征变量,其中,村主任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均为二

值虚拟变量:性别中,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村
主任为中共党员则记为1,否则记为0。地区经济

发展情况通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通过这

些变量来估计得分值,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按
照1∶1的比例进行样本匹配,最终共得到6978
个观测值,进而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根据表5
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知,采用匹配效果良好,
并且匹配后的样本回归中,村干部从商经历的估

计边际效应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前述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3.线性概率模型(LPM)
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重新对模型(1)进

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结果显

示,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前文得到的结论相同,再次表明前述回归的结

果具有稳健性。

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通过理论分析假设村干部从商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的途径主要来自信息的获取和基础设施

改善两个方面,下面我们将对这两种机制构建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1.基于他人信息获取的视角

村干部作为领导农村基层的主体,若具备创业经历或从商经历,农户可以通过村干部公开宣

传、私下交流和学习模仿来了解商业方面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其创业。这个逻辑中包含了一个隐

含的条件,即农户愿意并且相信从村干部处获取的信息。因此,本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他人信息

(OtherInf),用以衡量农户意愿获取信息的情况,主要是通过调查问卷中,农户认为“他人转告的信

息对自己的重要性”来衡量:重要性的程度从1到5进行打分,分别代表了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
当农户的选择项为4和5时,取值为1,表示他人转告信息对自己很重要,其他的赋值为0。构造模

型(2)来检验他人信息是否是村干部从商经历显著提高农户创业概率的途径之一。

P(Entrepi,j,t=1)=φ(α0+α1Businessi,j,t+α2Businessi,j,t*OtherInfi,j,t+α3OtherInfi,j,t

α4Individuali,j,t+α5Housei,j,t+α6Villagei,j,t+α7Provincei,j,t) (2)
表5中第(1)列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通过观察村干部从商经历与他人信息的交乘项可以发

现,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获取他人信息的意愿越强,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

户创业的影响越大,即假说 H2-1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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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于基础设施改善的视角

表5 基于他人信息和基础改善视角的影响机制检验

(1) (2)

Probit Probit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288*** 0.0363***

(0.010) (0.011)
村干部从商经历×他人信息 0.0277**

(0.013)
村干部从商经历×基础设施 0.0015

(0.018)
他人信息 -0.0106

(0.008)
基础设施 0.0156

(0.012)
性别 0.0330*** 0.0330***

(0.005) (0.005)
年龄 0.0085*** 0.0087***

(0.002) (0.002)
年龄的平方项 -0.0001***-0.0001***

(0.000) (0.000)
婚姻 0.0409*** 0.0402***

(0.011) (0.011)
教育程度 0.0059*** 0.0059***

(0.001) (0.001)
家庭规模 0.0016 0.0017

(0.002) (0.002)
住房财富 0.0414*** 0.0410***

(0.009) (0.009)
正规金融 0.0518*** 0.0511***

(0.011) (0.011)
宗族 0.0141 0.0152

(0.012) (0.011)
流动人口比例 0.0493** 0.0502**

(0.024) (0.024)
距县城距离 -0.0004***-0.0004***

(0.000) (0.000)
地区经济发展 0.0246** 0.0283**

(0.011) (0.012)
Observations 12795 12795

  为检验村干部从商经历是否通过基础设施

改善来影响农户创业行为,本文引入解释变量-
基础设施(Infra),来探究是否具备从商经历

的村干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影响农户创业,
主要根据问卷中“2010年1月1日-2013年12月

31日期间,您村是否新增以下基础设施:通电、通
有线广播、通有线/卫星电视、通邮、通电话、有手

机信号、通公路、通铁路、通公交车、通地铁”,有其

一则赋值为1,否则为0。构造模型(3)来验证前

面的假说H2-2。

 P(Entrepi,j,t=1)=φ(α0+α1Businessi,j,t

+α2Businessi,j,t*Infrai,j,t

+α3Infrai,j,t

+α4Individuali,j,t

+α5Housei,j,t

+α6Villagei,j,t

+α7Provincei,j,t) (3)
表5中第(2)列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我

们可以发现,村干部从商经历与基础设施的交

乘项边际效应并不显著,未有足够证据支持具

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影响

农户创业,即假设 H2-2不成立。这种情况出

现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村干部在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话语权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上级部门对当地进行综

合考察和评估之后才做出同意和拨款的决定,
就单凭村干部的一己之力很难达到建设预期;
另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中的有线广播、有线/卫星电视、公路、铁路等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并且大部分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建成,导致了就算村干部能够因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大力

扩建,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等待完工,从而出现内在时滞的问题。
(二)异质性分析

1.民主参与异质性

村干部作为政府与群众连接的纽带,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中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10]。若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是被农户通过投票选举出来的,说明了农户对其具有足够的信任

和支持,因此也更加愿意相信从村干部处获得的商业信息和从商经验,进而会增强村干部从商经历

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为此,本文引入解释变量—民主参与(Democracy),用以衡量农户民主参

与的情况,主要是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在最近一次本村/居委会的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的二值选

择变量衡量,如选择“是”则记为1,选择“否”则记为0。构造模型(4)来检验农户民主参与对村干部

从商经历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调节效应。

P(Entrepi,j,t=1)=φ(α0+α1Businessi,j,t+α2Businessi,j,t*Democracyi,j,t+α3Democracyi,j,t

α4Individuali,j,t+α5Housei,j,t+α6Villagei,j,t+α7Provincei,j,t) (4)
根据表6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村干部从商经历与民主参与交乘项的边际效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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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了村民若参与村委会的选择,基于对村干部信任的角度出发,村干部的

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意愿影响更大。

2.互联网使用异质性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等信息与通讯技术对我国的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31,33]。在农户具备创业需求的过程中,一方面以互联网作为媒介的新型融资方式为其创业提供

了资金来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对创业的阻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加

强与社会的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对于外界创业成功的示范效应,也能够很好地对农户自身创业行

为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村民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削弱村干部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影

响。为了检验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本文引入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InterNet),用来表示农户的互联网使

用情况。主要是根据调查问卷中农户是否上网的二值虚拟变量来进行衡量,如选择“是”则记为1,选择

“否”则记为0。构造模型(5)来检验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其创业行为的异质性。

P(Entrepi,j,t=1)=φ(α0+α1Businessi,j,t+α2Businessi,j,t*InterNeti,j,t+α3InterNeti,j,t

α4Individuali,j,t+α5Housei,j,t+α6Villagei,j,t+α7Provincei,j,t) (5)
表6中第(2)列反映了模型(5)的回归情况,实证结果来看,村干部从商经历与互联网使用交乘

项的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弱化了商业型村干部在农户创业行为

中的作用,这也间接支持了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过信息传播途径促进农户创业的逻辑。
表6 民主参与和互联网使用的异质性分析

(1) (2)

Probit Probit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198* 0.0443***

(0.011) (0.010)
村干部从商经历×民主参与 0.0292**

(0.014)
村干部从商经历×互联网使用 -0.0276**

(0.013)
民主参与 -0.0104

(0.009)
互联网使用 0.0620***

(0.009)
性别 0.0331*** 0.0309***

(0.006) (0.005)
年龄 0.0086*** 0.0115***

(0.002) (0.002)
年龄的平方项 -0.0001***-0.0002***

(0.000) (0.000)
婚姻 0.0410*** 0.0422***

(0.011) (0.011)
教育程度 0.0059*** 0.0044***

(0.001) (0.001)
家庭规模 0.0014 0.0016

(0.002) (0.002)
住房财富 0.0416*** 0.0392***

(0.009) (0.009)
正规金融 0.0516*** 0.0499***

(0.011) (0.010)
宗族 0.0145 0.0137

(0.012) (0.012)
流动人口比例 0.0497** 0.0440*

(0.024) (0.024)
距县城距离 -0.0004***-0.0003***

(0.000) (0.000)
地区经济发展 0.0243** 0.0202*

(0.011) (0.011)
Observations 12795 12795

表7 创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1) (2)

Probit Probit
必需型 机会型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257*** -0.0004
(0.007) (0.002)

性别 0.0173*** 0.0119***

(0.004) (0.002)

年龄 0.0042** 0.0025***

(0.002) (0.001)

年龄的平方项 -0.0001*** -0.0000***

(0.000) (0.000)

婚姻 0.0325*** 0.0019
(0.010) (0.004)

教育程度 0.0044*** 0.0010***

(0.001) (0.000)

家庭规模 0.0011 0.0007
(0.001) (0.001)

住房财富 0.0285*** 0.0084***

(0.007) (0.003)
正规金融 0.0325*** 0.0136***

(0.009) (0.003)
宗族 0.0092 0.0023

(0.010) (0.003)
流动人口比例 0.0294 0.0014

(0.019) (0.006)
距县城距离 -0.0002*** -0.0001**

(0.000) (0.000)
地区经济发展 0.0181* -0.0009

(0.009) (0.003)

Observations 12,795 1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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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从商经历对不同创业类型农户的影响

参考周广肃等[31]、Xavier-Oliveira等[34]的做法,将农户的创业类型分为“机会型”和“必需型”,
旨在考察不同创业目的的农户是否显著受到村干部从商经历的影响。机会型创业指的是农户为了

实现个人成就,在市场中存在创业的机会时进行的创业行为,在问题“您/你在这份工作中是否有直

接的下属?”中选择“是”的情况。必需型创业指的是农户需要通过创业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创业

行为[19],在问题“您/你在这份工作中是否有直接的下属?”中选择“否”的情况。
表7中的第(1)、(2)列分别反映了必需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中村干部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

的影响。根据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必需型创业下的村干部从商经历边际效应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说明了基于满足生活需求目的的创业行为,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对农户创业产生正面

影响,可能是由于依靠创业是其唯一经济来源渠道,所以他们更加注重从身边获得经营有关的信

息。从表7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机会型创业的农户而言,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并不能

对其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农户并不必要靠创业收入

维持生计,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们可以通过等待和观望,在各种商业信息中判断最合适、
最优质的创业机会,那么,村干部从商经历的相关信息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六、经济后果分析: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

表8 村干部从商经营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

(1) (2)

OrderProbit OLS
村干部从商经历 0.0724** 0.1200**

(0.032) (0.059)
性别 -0.0697*** -0.1207***

(0.019) (0.037)
年龄 -0.0654*** -0.1258***

(0.008) (0.015)
年龄的平方项 0.0006*** 0.0012***

(0.000) (0.000)
婚姻 0.4633*** 0.9088***

(0.036) (0.070)
教育程度 0.0091*** 0.0281***

(0.003) (0.006)
人际关系 0.2419*** 0.4524***

(0.007) (0.013)
相对收入 0.0906*** 0.1923***

(0.014) (0.027)
社会地位 0.0861*** 0.1623***

(0.014) (0.026)
家庭规模 0.0007 0.0081

(0.006) (0.011)
住房财富 0.0725** 0.1454***

(0.028) (0.052)
正规金融 -0.1085*** -0.2029***

(0.038) (0.075)
宗族 -0.1159** -0.1985**

(0.048) (0.090)
流动人口比例 -0.2148** -0.4150***

(0.084) (0.155)
距县城距离 -0.0012*** -0.0027***

(0.000) (0.001)
地区经济发展 0.3246*** 0.6120***

(0.039) (0.073)
Observations 12,552 12,552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农
户不局限于提高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对于不断提

升农户自身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方面也有了更高的

要求。在考察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有正面

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探讨了村干部从商

经历促进农户创业最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我

们将农民幸福感作为解释变 量,并 根 据 CFPS
(2014)问卷中“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进行打分,
分数从0到10,分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强。同

时,还增加了人际关系、相对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等

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

中,人际关系是农户根据问卷中“您人缘关系有多

好?”进行打分,分数从0到10,人缘关系越好分

值越大;相对收入是根据问题“您的个人收入在本

地属于?”进行打分,分数从1到5,代表了从很低

到很高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是根据问题“您在本

地的社会地位?”进行打分,分数从1到5,代表了

从很低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情况。本文通过构建模

型(6)来考察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对农

户幸福感的影响,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OLS进

行回归,同样,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的潜在相关

性,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进行显著

性检验,由于存在部分缺失值,所以样本量有所

减少。

Happinessi,j,t=α0+α1Businessi,j,t+α2Individuali,j,t+α3Housei,j,t

+α4Villagei,j,t+α3Provincei,j,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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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6)中,Happinessi,j,t表示农民幸福感,Businessi,j,t表示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的虚拟

变量;Individuali,j,t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Housei,j,t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Vil-
lagei,j,t表示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Provincei,j,t表示了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

的潜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周广肃等[31]的做法,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进行显著性

检验。
从表8中的回归结果来看,人际关系、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了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进一步反映了具备从商经历

的村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在推动农村

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担负起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安居乐业的社会重任。作为连接

政府与基层的纽带,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直接反映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实施效果。新时代下,无论是农户还是政府部门都对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下信息传播的视角,考察

了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创

业的概率,经过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村干部从商经历主要是通过信息传递的途径来影响

农户创业的,且农户对他人信息的重视度越强,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大。村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情

况能够反映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从而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积极作用,相反,互联网的使用削弱了

从村干部方面获取商业信息的重要性,进而使得村干部从商经历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通过将

创业类型进行分类讨论发现,必需型创业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村干部从商经历的影响,而对于机会型

创业的农户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明显。另外,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在改善农户人际关系、提
高农户的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制于商业信息传播和创业环境的影响,在农户的关系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本有限,因此村干部

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完善村干部

选拔机制。村干部在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村干部的选拔中,不但要参考学历、年龄、
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等一般特征,而且还应该从村干部的商业背景、金融背景或科技背景等特殊角

度进行考察。(2)扩宽农户视野和见识。为了实现农户增收的目标,就不应该局限于农耕或外出务

工等方式,还应该扩宽和培养农户的经济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使得农户的创业行为更

具有自主性。(3)有针对性的完善基础设施。通过实证分析,对于村干部完善基础设施途径来提高

农户创业行为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本文给予的解释为,村干部单凭一己之力很难达到建设预期。
因此,上级部门给予改善农户创业环境的视角,有针对性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

达到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支持农户创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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